
2023 年，是中国美

术馆建馆 60 周年、《人

民 政 协 报》 创 刊 40 周

年。本刊特别推出“同

心协力写丹青——中国

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

协委员美术作品选粹”

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
开，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
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会议决定建
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浮
雕创作，几乎集合了新中国雕塑界全
部的中坚力量，其中，8处浮雕中面
积最大的一幅，是由刘开渠创作的
《胜利渡长江》。

塑造人民的英雄

作为 20世纪极具开创性的艺术
家、美术教育家、雕塑家，刘开渠为
新中国现代雕塑事业奉献了毕生之
力。面对重大的历史题材，人民英雄
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不仅要将英雄无
畏的气魄和革命斗争的热血等内容通
过画面表现出来，还需要表现出军民
鱼水齐心的红色文化内容。

主题雕塑创作内容往往需要以表
现特定事件和主要人物为主，采用具

象写实的创作手法，在彰显民族精
神，塑造国家形象，强化社会记忆等
方面有重大的影响力，同时，在提升
公众的审美认知，加深公众对历史的
理解以及丰富公众审美经验上具有非
凡的艺术价值。

在纪念碑上进行浮雕创作，刘开
渠需要考虑浮雕与碑体建筑、纪念碑
的碑文、相关环境规划、文字等的综
合效果。1953年，面向公众展览时
的介绍是这样写的：“浮刻题材的选
用，是用以代表每一历史阶段重要的
和最为人所周知的人民英雄历史事
迹。浮刻的表现形式，采用叙述性，
因为这样具体的人民伟大斗争史和中
国人欣赏雕塑的习惯，不适宜象征的
表现手法。”

《胜利渡长江》的创作语言，同
样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为人民塑造人
民的英雄，为民族传承民族的辉煌，
为中国彰显中国气派，综合多重考
量，选择采用写实、叙事的艺术
语言。

《胜利渡长江》画稿的设计者是
著名版画家彦涵，为了表现渡江战役
的真实性，他走访多位亲历战役的指
战员，搜集了战斗当中所使用过的枪
支和缴获的美式钢盔，真实准确地还
原了战争场景。

《胜利渡长江》中描绘了千帆竞
起、百万雄师渡长江的宏大场面。
一群持枪躬身前进的战士占据了画
面主体，他们目光坚毅，看向同一
个方向，专注的神情渲染出整个画
面的紧张气氛，虽是躬身，腰背却
是竖直挺拔的，充满生命力和青春
的光芒。

画面中心是挥舞右臂的指导员和
正在吹冲锋号的号手，指导员左手持
一把手枪，与战士们的长枪形成对比
以显示角色的不同，作为放在最高处
的人物形象，视线看向与群体相反的
方向并作呼喊状，视觉上平衡了整个
画面。其中，号手作为辅助平衡，与
指挥员看向一致。人物的朝向和动态

的安排使得画面统一中有了变化，变
化中又服从于秩序。

最右的船和背景的船帆表明特殊
的历史事件，船上明显着装不同的
百姓和船上船下的战士们，不同的
动作和状态丰富了整个画面的内
容。背景中船下的浪、层叠的帆、
远处的城楼和飘扬的旗帜生动自
然，船帆上的斑驳更显得战斗的激
烈，背景以更浅的方式雕刻，与主
体人物的浮雕深浅相区分，做到内
容丰富、层次跳跃。

《胜利渡长江》用群众的英雄形
象，树立人民的丰碑。不同的面部特
点带着同样的信念感，坚实又棱角分
明的面庞透出骨子里的倔强与刚毅，
双手浑圆而厚实，充满力量，除了中
心处最高点的指挥员和号手两个人物
外，其他人物情绪与头部姿态呈现出
同样的坚毅，齐心协力，奔向同样的
目标。丰富的细节充裕了雕塑主题的
历史背景，最左侧的城门，是南京紧
邻长江的挹江门，最下方则是海与岸
的交接，从左向右的动态是整个队伍
从在船舱中向岸边的大步迈进。

百万雄师、昂扬斗志，在汹涌起
伏的浪涛中更显得气势磅礴，迎风飞
扬的旗帜占据了画面的最高处，标志
着必胜的决心和坚如磐石的力量。主
题化的人物形象和舞台式的动态造型
呈现出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历史与时
代的风华。

展现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初心”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是
新中国艺术史上首屈一指的重要公共
艺术工程之一，展现了中华民族顽强
不屈、艰苦奋斗的艺术史诗。

2017年，中国美术馆运用现代
科技对 《胜利渡长江》 原作进行扫
描，缩放复制而成石膏雕塑，入藏中
国美术馆。

《胜利渡长江》采用具象的写实
手法，使人物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同

时，具象的元素运用抽象的方式组合
在统一的画面中，形式简约而细节丰
富，形式感极强、辨识度很高，与中
国传统壁画中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排列
相似，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
的时代特征。

《胜利渡长江》中的人物角色丰
富，数量众多，画面呈线性，由右向
左梳理战争脉络，撑船、登陆、激
进、迈向未来，使得浮雕主题明
确，效果强烈，人物构成的形式密
集且层层递进，突出了战争紧张的
氛围。人物造型上下结构，线条多
是顺畅平和的纵向曲线，背景的内
容横向塑造居多，线条干脆利落，
包括战士们的枪支弹夹等，前后层
次对比明确，在浮雕这种难以表现
纵深空间的艺术形式中，通过线条
的运用和雕刻手法使得画面丰富又
整体，在有限的画面中，呈现出千
军万马的感觉。

《胜利渡长江》 的左侧是浮雕
《欢迎解放军》，右侧是浮雕《支援前
线》，两小幅分别置于主画面两侧，
更显得解放军渡江的气势磅礴，表现
出故事的连贯性。

《支援前线》中的画面相对平和
稳定，送物资的老百姓们身姿挺
拔，状态稳定而有力，能感受到一
片祥和的气氛。《胜利渡长江》的主
要场景后，是《欢迎解放军》，表现
百姓夹道庆贺的画面，人物角色变
得更加丰富，背景也安排了千千万
万个旗帜。

从刘开渠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
受到，雕塑进入大众视野、亲近公众
的生活、参与社会构建的重要意义。
以艺术表现历史题材、表现人民群
众，才能更加深刻地展现出历史题材
带来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动力。艺术家
倾注个人的情感于作品，才能运用最
纯粹直白的雕塑语言，展现和诠释艺
术的特殊纪念意义。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员、三级
美术师）

刘开渠与雕塑《胜利渡长江》
韩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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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的文化交流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人、斜口筒
形玉器、玉龙与龙形器、勾云形玉
器、双猪首玉器、玉璧、玉玦对凌
家滩文化有所影响，而凌家滩文化
的玉璜、玉石钺、玉环（镯）、亚腰
形玉珠也对红山文化造成了影响。
这表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
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
动式关系。”在通过对红山文化与凌
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进行比较研究
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发
现，史前南北两个文化中出现的宇

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
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
性，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华文明五
千多年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
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在2021-2022年度河泊所遗址
考古发掘过程中，共揭露出不同时期
遗迹 622 个，出土铜器、铁器、简
牍、封泥、印章等 2000余件文化遗
物。遗址发现的建筑遗存及道路、简
牍、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封泥等证
据表明，此处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
置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表示，通
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
王墓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河泊
所遗址上西河地点益州郡汉式遗存的
系列考古发现，构建了滇中区域从新
石器时代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考古
学文化连续演变的过程，同时为置郡
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
宝贵的实物资料。

“广西浦北县越州故城遗址考古
发掘过程中发现，越州故城依山势
而建，城门属开凿自然山体为门
道，与文献记载越州‘穿山为城
门’相符合。”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
会学学院副研究员韦伟燕表示，城

门、城墙、护城河形成坚固的防御
体系，布局结构清晰，不仅为研究
南朝时期州治类城堡的形制特征，
也为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展史
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清水河县后城咀龙山时
代山城的调查与发掘，发现遗址发掘
区内出土陶器种类属于石峁石城的较
早阶段，根据对城门及马面处采集木
炭的测年来看，其年代应介于距今
4200年-400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表示，遗
址内玉器出土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少，
且集中于瓮城区2号壕沟沟内及附近
的坑内，有刀、铲、联璜璧、环、玉
残片等。玉器出土地点附近大多也发
现有猪下颌骨，与其他地区的墓葬内
出土玉器与猪下颌骨现象相似，表明
后城咀在较晚阶段受到来自石峁、齐
家、陶寺等地玉礼制文化的影响。

充实边疆考古学术体系

南佐遗址总面积约 600 万平方
米，发现九座夯土台基及环壕围绕的
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数千平方米
的中轴对称、布局严整的宫城，还发
现了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白陶、黑陶

等器物和大量的炭化水稻等。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认为：“考
古发现表明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左
右黄土高原地区的一处都邑性质的大
型聚落遗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
员柏宇亮表示，在对二桥遗址性质的
判断中，二桥遗址的居民身份不是普
通居民，原因是遗址出土大量建筑构
件，还有窑、环濠、水渠等凿基岩而
成的遗迹，修建和维护这些生产活
动需要组织专门的劳动力，是普通
居民无法实现的；遗址内出土的汉
代鎏金龟钮“臣固私印”“万岁”
瓦当等遗物均是官属用品；周边墓
葬区的墓葬普遍规模大、结构复
杂，出土遗物丰富，与徐闻本地华
丰岭、红坎等地普遍发现的大量小
型砖室墓差异明显。可见二桥遗址
是一处官方机构，其中居住者的身
份与普通平民有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任冠
表示，唐朝墩古城佛寺遗址和景教寺
院遗址等考古发现，以实物资料印证
了新疆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
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
实，反映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的
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
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
通道。

边疆考古，既悠久，又年轻，充
满希望。在一代代考古学人的共同努
力之下，边疆考古日益呈现出加速度
发展的趋势。参与其中，共同为中国
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尽力，是所有边
疆考古工作者的荣幸与责任。

边疆考古成果斐然
本报记者 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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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报》是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后
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1年
12月11日在瑞金创办的机关报，其主编
曾先后由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等
担任。

《红星报》为铅印四开报纸，毛边纸
印刷；创刊之初定为五日刊，实际为不定
期出版；一般是四开四版，有时是二版、
六版或八版不等；1933年 3月 3日第 31
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同年8月上
旬又恢复原来的四开铅印报纸形式，并重
新编印期号。前后共约出版124期。

《红星报》的读者主要是中国工农红
军官兵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其编排
适当，寓教于娱乐之中，版面生动活泼是
它的一大特点，它除社论、前线通讯外，
先后设有要闻、专电、军事知识、卫生知
识、国际时事、红军生活、猜谜、小玩
意、问题征答、诗歌、红板、评论等20
余个栏目。

《红星报》每期安排十几个栏目，文
章短小精悍，并配有插图，使报纸内容丰
富有趣，引人入胜，很受欢迎和好评。
1933 年 11 月 12 日，《红星报》（第 15
期） 刊登了红一军团干部彭加伦给 《红
星报》编委的来信，反映了广大红军将士
对《红星报》的喜爱：“红星在部队中起
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
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一只有力
喇叭。”

《红星报》 始终坚持办报宗旨，使
《红星报》成为“大镜子”“大无线电台”
和“政治工作指导员”，正如《红星报》
创刊号刊发的《见面话》所指出的：“担
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
工作 （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
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
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
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它要
（应）是一面大镜子，凡红军里的一切工
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
看得清清楚楚；它要（应）是一架大无线
电台，各个红军的斗争消息、地方群众的
斗争消息，全中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生活情
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要
（应）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
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
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当怎
样去做。”

《红星报》是“大无线电台”。通过最
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等专栏，迅速及
时地报道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鼓
舞军心、民心。

《红星报》是“政治工作的讨论会”。
它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专题报道等形
式，从不同角度反映红军部队在党的建
设、青年工作、政治教育、群众工作、教
育培训等方面的实际活动，总结交流经验
教训，促进了红军队伍建设和战斗力的
提高。

《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它开辟

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了红军中
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
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和作风，敢于碰硬，
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
级领导干部。使红军官兵引以为戒，变消
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红星报》是“俱乐部”。它通过军事
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等专
栏，传播军事知识、文化卫生知识和生活
常识，活跃了红军部队的军事文化生活，
并且做到了寓教于乐，深受红军战士喜
爱。如1934年1月28日的第26期上有两
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个战士把枪解下交
给另一个人，另一幅画的是这个士兵挑着
东西，标题是“爱护你的武器犹如爱护你
的眼珠一样”，生动形象。旁边有一篇张
佐才写的名为《你应该有点警觉性！》的
文章，文中写道：“兵站十一小站有一个
警备员，在最近送犯人和布匹往汀州的中
途，将自己的枪交与重要犯拿着，自己反
去与犯人挑布，这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吗？你应该有点警觉性吧！”

当时，红星报社工作人员很少，编辑
部很精干，始终只有3至5人。为了办好
这份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报社发动群众
踊跃投稿，据《红星报》1934年1月发
表的“致通讯员信”中记载，其时已发展
了500名通讯员，骨干通讯员有百余人。
在这些通讯员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
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工
作的干部战士。许多通讯员一边在战场上
浴血奋战，一边写通讯稿件，被人称之为

“来自火线上的消息”，文章有血有肉，真
实生动，留下了宝贵的战场第一手真实资
料，受到苏区军民尤其是广大红军指战员
的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暂时停
刊，而《红星报》则继续编辑发行，成为
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颗闪闪的红星。

珍贵的《红星报》
钟同福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收
藏有一件元青花龙纹围棋
罐，罐高 11.2 厘米。鼓
形，有盖，卧足，足底无
釉。盖与罐身作子母口套
合。盖面上绘青花龙纹，
罐身内壁施白釉，空腹。
外壁周身绘青花五爪赶珠
龙两条，腾云驾雾，腾挪
追逐，威严中又见嬉闹情
状，显得憨态可掬。龙身
遍布龙鳞，体型壮健，细
颈弯曲，粗腹劲尾，五爪
张扬，弯钩如戟。龙首高
高扬起，龙目圆睁，龙角
森然竖立，龙须在风中扬
起，动感十足。看到此
罐，虽不闻落子之声，不见弈棋之人，仍
有一种白居易笔下“山僧对棋坐，局上竹
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的怡然
感受。

青花瓷自唐代始产，宋代有少量发
现，元代才大批量生产，成为我国陶瓷家
族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已知的元代青花瓷
的主要产地即是景德镇窑。根据《元史》
和《元典章》记载，这件青花龙纹围棋罐
主题纹饰为双角五爪龙，应该是元代帝王
专用瓷器。

元代陶瓷发展非常有特色，取得了许
多成就。这一时期，一些宋代名窑并没有
停止生产的脚步，有的在规模上有所扩
大，有的则异军突起，如景德镇瓷在我国
陶瓷生产中居重要地位就是从元代开始
的，到明清时才处于中心、主导的位置。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
在景德镇设置了一个专为皇室烧造瓷器的
机构，因当地隶属于浮梁县而命名为“浮
梁磁局”，由元朝中央政府工部或将作院直
接管辖，专管皇室烧瓷并漆造马尾棕藤笠

帽等，并为之设置大使、副使等九品官职。
据清乾隆四十八年 《浮梁县志·陶

政》记载：“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
领。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
则止。”浮梁磁局集中了全国优秀的制瓷
工匠，据《元典章》记载，到了至元二十
四年 （1287年） 左右，浮梁磁局已拥有
匠户500—1000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烧
瓷基地。由于浮梁磁局集中了技艺高超的
匠师，占用了优质的原材料，再加上严格
的选用制度和外贸的发达，景德镇窑烧造
了一大批优质产品，尤其是元青花瓷器开
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元青花龙纹围棋罐胎体厚重，釉
色呈青蓝色，幽菁淡雅，清丽光洁。器形
端庄古朴，浑圆丰满，格调高贵典雅，富
丽雄浑。纹饰图案立意高雅，以飞龙为主
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层次丰
富，清雅脱俗，绘画豪迈奔放，用笔酣畅
有力，笔触清晰可见，加上其烧造精良的
技艺，反映了元代官督景德镇窑匠师制瓷
技艺的精湛与高超。

元青花龙纹围棋罐
李笙清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 元青花龙纹围棋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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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考古是中国考

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

论坛上，考古工作人员

聚焦边疆考古遗址发掘

研究重点问题，展开广

泛深入讨论。


